
作者简介：苏成爱，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工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组子课题负责人。

　　　　

《学术界》（月刊）

总第２２７期，２０１７．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１７

历史等社会科学的功用应是“资政育人”
———兼论发布重要文献不宜使用“咨政育人”

○ 苏成爱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人们谈论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常常会用到“资政育人”一词，这
是由于多位前任或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书信以及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文件中频繁地使用的缘故。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把“资政育人”写成“咨政育

人”。经文献学的考察得知，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书信等重要文献或作

“资政育人”，或作“咨政育人”，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留下的书面材料用的是“资政育

人”，不是“咨政育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用“资政育人”是规范准

确的，而“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亟需纠正。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理解并更加有效地发挥

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

〔关键词〕历史的作用；资政育人；咨政育人；准确写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６９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１０

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成果都具有“资政

育人”的作用。但是，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改用在２００２年之前从未出现
过的“咨政育人”来代替“资政育人”。〔１〕究竟何种写法正确？抑或是两种写法皆

可？曾有学者讨论“资政”与“咨政”哪种表达孰为正确的问题，或谓“资政”正

确，〔２〕或谓“咨政”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与之通用。〔３〕我们则认为：“咨政”自古以来

就有数量极少的用例，不能断定它是完全错误的，但与“育人”连用时只能是“资

政”，“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搭配。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咨政育人”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主要是源于媒体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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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的重要文献中频繁使用该词的缘故，而实际情况是，只

有用“资政育人”才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本意。

一、重要文献中的“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

媒体发布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以及诸多相关党政文件都曾经频繁

使用“资政育人”或“咨政育人”，相关情况较为复杂，但经梳理，不难发现这两个

词语的使用情况和规律。我们发现，这两个词最初的使用分别源于媒体发布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书面材料和讲话材料。为便于表述，我们根据用

词规律和因承关系将相关用例整理为Ａ、Ｂ、Ｃ三类：
Ａ类，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来共同

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

Ａ１．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同年
１０月２２日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亲笔信：“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
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为“１０·２２亲笔信”。

Ａ２．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党史部门、广大党

史工作者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说法可能是为了贯

彻“１０·２２亲笔信”（Ａ１）精神。
Ａ３．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０〕１０号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史工作，……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做好党史工作。”

Ａ４．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对全国党史工作者提

出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Ａ３）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９年来首次以中
共中央的名义颁发的党史工作文件，习近平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文件才发表７·２２
讲话的。

Ａ５．在习近平发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
的意见》（Ａ４）而作出７·２２讲话以后，各省省委迅速做出反应，印发了相应的文
件，各省省委的文件无一例外地都使用了“资政育人”。

Ａ６．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二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代表时的

讲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认真贯彻全国党史工作

会议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实好，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Ａ７．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出
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文献，充分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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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８．２０１５年４月９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栗战书在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肩负起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和

历史使命。”这显然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

Ｂ类，用“咨政育人”等五个词共同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
Ｂ１．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讲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

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是为７·１６讲话。其中，
“咨政育人”一词在此前任何文献中都未曾出现过。

Ｂ２．为了贯彻江泽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７·１６讲话精神，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３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

政〔２００２〕１０号）：“（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
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

Ｂ３．为了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教育部印发《关于
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教社政〔２００３〕１号）：“要充分
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Ｂ４．２００３年７月２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希望广大理论工作

者）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

树。”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
Ｂ５．为了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２００４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文

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４〕３号）：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

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Ｂ６．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浙江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
江省社科院省社科联调研时的讲话：“繁荣和发展我省社会科学，……充分发挥

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

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
Ｂ７．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长春在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界一定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

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
Ｂ８．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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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

能。”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７·１６讲话精神。
Ｃ类，用“咨政育人”等四个词共同说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
Ｃ１．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

数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要高度重视文物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

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

Ｃ２．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
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文化遗产事业在保护中传承、在开拓中前

进，有效发挥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

二、重要文献中“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的源流考证

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以上由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咨政育人”

和“资政育人”语例，无论使用的是哪一个词都不能不经过考证而直接视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如，同样是发布习近平的讲话，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２２日（Ａ４）、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７日（Ａ６）、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Ａ７）媒体用的是“资政育人”，２００４
年７月１日（Ｂ６）用的是“咨政育人”。

Ａ类，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一般使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同时使
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资政育人”一词，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媒
体发布的江泽民１０·２２亲笔信（Ａ１）是在重要文献中最早书面使用的，也是目
前唯一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书面使用该词之后经媒体发布的重要文献。如果这则

亲笔信发布无误，那么只有这则亲笔信才是唯一能够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见

的文献。

在１９９８年以前，习近平和胡锦涛都使用过“资政育人”，其他人也曾使用。
据１９９１年发表的《宁德地委作出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一文披露，１９９０
年中共宁德地委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党史工

作担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任务。〔４〕值得注意的是，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

是习近平，文件中“资政育人”一词极有可能是习近平亲笔所拟。胡锦涛在１９９４
年的一次讲话中用过“资政育人”一词。〔５〕其他人也曾使用，如１９８８年第９期
《福建党史月刊》就发表了题为《强化地方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的文

献。据我们检索，在１９９８年以前用过“资政育人”的文献超过１００篇，但从未出
现过“咨政育人”。

在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我们暂时无法考证出是哪位最早使用了“资

政育人”，但是江泽民１９９８年在１０·２２亲笔信中的书面使用和口头上多次使用
在过去的影响是最大的。此前虽有人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广泛流传无疑

是导源于江泽民的１０·２２亲笔信。江泽民的１０·２２亲笔信也是所有党和国家
领导人文献中最早书面使用和目前唯一书面使用过“资政育人”的，代表着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意见。除了江泽民的１０·２２亲笔信之外，其他用例都是媒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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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到的。江泽民亲笔信的原件现存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一般人无法一睹真迹，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大楼大厅的屏风上刻有依照

江泽民真迹制作的放大的亲笔信，上面分明用的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

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Ｂ类，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与“认识世界”“传承
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五个词。“咨政育人”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
日报》发布的江泽民７·１６讲话（Ｂ１）中才首次出现，这是在重要文献中所能找
到的最早用例，也是在所有的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用例。语例 Ｂ２－Ｂ８述
说了社会科学五大作用所用的五个词不仅完全相同，而且语序也完全相同，显然

都是受到了媒体发布的７·１６讲话（Ｂ１）的影响。
Ｃ类，说明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

生活”四个词，这四个词连用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９日媒体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长春的讲话（Ｃ１）中首次出现。语例 Ｃ１、Ｃ２说明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物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都用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这两个词也是在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江泽民７·１６讲话（Ｂ１）中首次出现，显然
是受到发布７·１６讲话影响的结果。所以Ｃ类语例也受到了媒体发布的７·１６
讲话（Ｂ１）的影响，Ｂ类、Ｃ类都可以归为同样使用“咨政育人”的一大类，所有的
“咨政育人”用例的最初根源是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７·１６讲话（Ｂ１）。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布了７·１６讲话以后，有关部门不久就根

据这个发布制定了多个文件（Ｂ２、Ｂ３、Ｂ５、Ｂ８），文件下发以后，使用“咨政育人”
的人越来越多，有习非成是的趋势。

我们认为，“咨政育人”属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才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的
不规范和不准确的汉语词汇，而“资政育人”属于１９９８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规
范和标准的汉语词汇。

“资政育人”一词的广泛流行源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江泽民的书面使用，更
早的渊源是方志的“六字功用”说、《资政通鉴》诸书之说等：

党史、一般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人

们常常都借用“保存史料、资政育人”的说法来说明。“资政育人”的提法显然是

受到了前人所说的方志功用的有关提法的影响。古代方志是一地之史、“辅治”

之书和“资政宝鉴”。关于方志的功用，古语习称为“资治、教化、存史”，即“六字

功用说”。〔６〕当代方志界基本沿袭了此说，只是略加变化，把“资治”改为“资政”，

把“教化”改为“育人”，并进一步归纳为“保存史料，资政育人”。〔７〕当然，“资治”

的说法可以溯源到年代更早的《资治通鉴》等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著名史书，记载了自战国至后周１６个朝
代的历史。这部书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也是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宋神宗以

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司马光称此书“鉴前世之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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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当今之得失”即“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包括方志在内

的史书都还兼有“育人”的作用，故历史的作用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资政育

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频繁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人”显然是受到了政

治家教科书《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发布他们的讲话只能使用“资政育人”

而不能使用“咨政育人”。

《资治通鉴》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后世类似的书名一直不断涌现，大多把

“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清顺治帝酷爱《资治通鉴》，他主编的《资政要

览》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用来帮助当时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太平天

国领导人洪仁“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撰成《资政新篇》。“资政”一词后来

比“资治”更为流行。

三、“咨政育人”与“资政育人”的语言学辨析

（一）从字义来看，“咨”“资”二字之义迥异。

要想弄明白究竟是“咨政育人”正确，还是“资政育人”正确，抑或是二者都

正确、可通用，这要从“咨”“资”二字的本义说起。

“咨”“资”都是形声字，读音相同，其声符都是“次”，但义符不同，“咨”从

“口”，本义是指口头上的“咨询”“商议”；“资”从“贝”，一般不指口头上的行为，

贝是古代的货币，“资”的本义是“钱财”。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黑貂

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通常情况下，帮助别人最重要的和

最普遍的做法是给予别人钱财，所以“资”又引申为钱财方面的“资助”；但有时

钱财以外的“资助”作用也很重要，于是“资”进一步引申为所有类型的“资助”，

即“帮助”“辅助”。如《史记·项羽本纪》“愿大王资余兵”。再如，《逸周书·大

聚》“资丧比服”，朱右曾集训校释：“资，助也。”《文选·任窻〈奏弹曹景宗〉》“缓

救资敌”，张铣注：“资，助也。”

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字是借字。现代人们使用的成语大多源自古文献，这些

成语中有不少还保存着借字，如“一暴十寒”的“暴”是“曝”的借字，“受益匪浅”

的“匪”是“非”的借字。如果“资政育人”之“资”是“咨”的借字的话，那么“资政

育人”就可以写成“咨政育人”，但这种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前文已揭，“资政

育人”中的“资政”，其前身是“资治”。其中的“资”是“帮助”之义，不是“咨询”

之义，所以这里的“资”不能写成“咨”。

（二）从语义与语用来看，我们只能说“资政育人”。

１．从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命名来看作为“资政”前身的“资治”之“资”
义。

北宋司马光等人耗费近２０年的光阴编纂而成的《资治通鉴》是我国最为著
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４０３年）至后周显德六年
（９５９年）１６个朝代１３６２年的历史，凡２９４卷，计３００余万字。这部书后来不仅
是历代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也是士人们心目中的“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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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资治通鉴”之“鉴”，义为“镜子”，《资治通鉴》实际上就

是一面帮助帝王为政的大镜子，其英文译名一般是“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ｉｒｒｏｒｆｏｒＡｉｄ
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ｉｒｒｏｒ”（鉴）就是“镜子”的意思，“ａｉｄ”（资）是“帮助”“辅助”
之义。此书原名“通志”，宋神宗以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为“资

治通鉴”。所谓的“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之义。“有资”“资治”之“资”都

是“帮助”“辅助”之义，不是“咨询”之义，因而不是“咨”的借字，“资治”不能写

作“咨治”；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前身，所以“资政”不能写成“咨政”。

２．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将“以史鉴今”与“资政育
人”连用情况来看“资政育人”之“资”义。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历史“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的作用。这是十分符合事实的。当日习近平的讲话中就三次用到了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早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４日习近平就强调了历史的“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８〕胡锦涛在 １９９４年 １１月 ２１日、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２４
日〔９〕、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的数次讲话中都强调过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
用。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
史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１年９月初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
党史军史工作的意见》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

本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对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来寻找治

理好国家政治的大政方针，对政治家具有不可替代的帮助作用。总字数达３００
余万字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面帮助政治家为政的大镜子，它是历代“帝王教科

书”，更是现代政治家教科书：毛泽东一生至少读过此书１７遍，邓小平也是终生
爱不释手，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都曾屡屡引用。

《资治通鉴》书名中的“资治”实际上就是“资政”的意思。宋神宗称此书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主编司马光的意见与此

完全契合，他说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前世之兴

衰，考当今之得失”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而

包括方志在内广义的历史还兼具“育人”的作用，所以历史的作用可以概括为

“以古鉴今、资政育人”。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屡屡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

人”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家必读书《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在

发布他们的讲话的时候只能用“资政育人”而不能用“咨政育人”。

“资政育人”之“资”是“帮助”之义，而非“咨询”之义，不会是“咨”的借字，

故而“资政育人”不能写成“咨政育人”。

３．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且以“资政”冠名的古书来看“资政育人”之“资”
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传统。《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后

世类似书名不断涌现，其中不少书名都是把“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如

—３２１—

历史等社会科学的功用应是“资政育人”



酷爱《资治通鉴》的清顺治帝福临就曾经主编过《资政要览》一书，该书是采集诸

书中有关于政事与修身的资料而编写成的帝王教科书。福临亲撰序言云，“帝

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

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所以此书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以期帮助当时

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书名中“资政”之“资”亦为“帮助”之义，也不能写成

“咨”。

我国以史资政的传统，在近代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开启了以当时之史资

当时之政的风气，不再局限于以古代之史资当时之政。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主

要领导人是洪秀全的族弟洪仁。他于１８５９年撰写的《资政新篇》，是洪仁
本人治国理政的实施纲要，是以建议的方式逐条向天王洪秀全提出来的。洪仁

认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以他根据自己在上海与香港时对

于西式资本主义的见闻，条分缕析地“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所谓“资政”即

“以资国政”的略语，亦即他所说的“为政必有取资”，这里的“资”显然都是“帮

助”“辅助”之义。他说自己撰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辅国政”，即帮助和辅助

国政。洪仁在书中还声称：创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专

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

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辅圣聪不逮”。这些语句中的“资”与书

名中的“资政”之“资”显然都是“帮助”“辅助”之义，都不能换成义为“咨询”的

“咨”字。

４．从“资政”的用例来看“资政”之“资”义及“资政”与“咨政”语用色彩。
“资政”是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的传统说法，意思是“助政”“辅政”。唐人释

道宣《叙元魏太武废佛法事》云：“帝讳焘，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时年八岁，尚

在幼冲，资政所由，唯恃台辅。”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时年仅八岁，帮助

处理政务的是当时的宰辅一类的高级官员，“资政”即“助政”“辅政”之义。这

些帮助为政的资政者对于小皇帝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极为重要的。

“资政”还指名义上或实际上承担“助政”“辅政”之责的官职。这类官职通

常是由原本官阶极高的退休官员担任。虽然他们大多只起到“备咨询”的边缘

性作用，但都叫“资政”而不叫“咨政”，因为“资政”是“助政”“辅政”之义，“助

政”“辅政”必不可少、极为重要；“咨政”是就政务问题进行咨询的意思，“咨询”

可有可无、并不重要。所以，“咨政”是具有口语色彩的中性词，“资政”是较为文

雅的褒义词和书面语，与“咨政”相比，“资政”更能体现出国家对这类官员的恩

宠，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的表现，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

宋代开始设置“资政”一职，全称是“资政殿大学士”，主要由德高望重的退

职宰相担任，地位崇高。金、元、明、清、民国都设这有一官职，并沿用“资政”之

名。近年来，我国湖北、河北、四川等地聘请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副省级官员为

“资政”，但都不叫“咨政”，可谓古风犹存。新加坡的国民主要由华人组成，该国

政府曾经一度设有“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等“资政”职位，都由卸任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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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卸任的副总理担任，位高且权重，在内阁中的地位仅在总理（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之
下。其中，内阁资政专责为新任总理提供指导，起到帮助、辅导新手的作用。内

阁资政英文名称叫做“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Ｍｅｎｔｏｒ”，意为“指导部长”。“Ｍｅｎｔｏｒ”在英语中
的意思是“（无经验之人的）有经验和可信赖的指导者”。“国务资政”英文名称

叫作“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ｎｉｓｔｅｒ”，其字面意思是“资深部长”。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缅甸也设
有“国务资政”，位高权重，现任此职的是昂山素季，舆论普遍认为，她就是“事实

上的总理”。这些实际上或名义上地位崇高的“资政”，无论是否拥有实权，显然

都是不能写成“咨政”的。

５．从“资政”“咨政”的辞书收录和古文献使用情况、语义内涵来看二词的合
法性与搭配习惯。

我国收词量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词条有“资政”无

“咨政”，其他严肃的语文辞书也都没有收录“咨政”这一词条。《汉语大词典》

的收词原则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却不收词条“咨政”，这表明，至少在辞书

的编纂者的心目中“咨政”自古至今都是不具备合法地位的。“咨政”不具备合

法地位，也可以从其用例的数量上得到印证。经检索，我们在总字数超过１０亿
的“国学宝典”数据库获得了“资政”共有２３９０个结果，而“咨政”仅有２３个结
果。“国学宝典”数据库收录远古至民国时代的文献，号称“全球最大的中国传

统文化检索引擎”，收录文献较为全面。由此可见，“资政”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前十分常用，而“咨政”一词十分罕用。在这２３个“咨政”的检索结果
中，其中１个结果出自民国时代的文献，把“资政院”错误地写成“咨政院”，“咨”
字是形近误字。另有１８个结果都不能算作是词语，如“咨政理”“咨政德”“咨政
典”等，都是短语，除此之外的４个结果，是作为词语的“咨政”，但它们无一不是
“咨询政务”的意思，而且都是清代乾隆帝使用的，见于《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

编》。为了防止遗漏，我们又花费了一番穷搜博讨的功夫，发现最早把“咨政”当

作词使用的是明人杨士奇，他在《送罗学古还清化诗序》一文中云：“学古之大父

仲渊翁，……郡县礼为耆老而咨政焉。”说的是郡县的官员把罗仲渊礼聘为耆老

而经常就政务问题向他咨询，“咨政”即“咨询政务”。除了出现错字的用例之

外，作为一个词的“咨政”都是用于表达某人向某人咨询政务，形式通常是被助

者对助人者的口头咨询；而“资政”大都是用于某一或某些历史著作、档案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某人具有帮助作用，通常是书面的或非物质的材料对他人

的帮助；“资政”虽然也有口头上的，但在语义上都是表达助人者向被助者提供

帮助。“育人”就是“教育人民”而让人民直接受惠，语素“育”与“人”是支配与

被支配的关系，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资政”就是“帮助为政”而让国政直接受惠，

语素“资”与“政”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而“咨政”义

为“咨询政务”，被咨询的政务问题无法受惠，语素“咨”与“政”不是支配与被支

配的关系，严格地说，“咨询政务”是讲不通的，“政务”不是人，怎能向它咨询？

这不合逻辑。而这种不合逻辑的词语又没有像“救灾”“救火”之类的说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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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民群众广泛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获得了合法地位，被编入了语文辞

书。所以“咨政”自古以来就极为罕见，不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具备合法性。

又因为语法结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将“资政”与“育人”并举，但不能将“咨

政”与“育人”并举，即只能说“资政育人”不能说“咨政育人”。

四、历史等社会科学作用的准确规范表达应当是“资政育人”

综前所述，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或用“资政育人”，或用“咨政育

人”，我们认为，只有“资政育人”才是准确规范的，而“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

新中国的历代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历史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资治

通鉴》总字数达３００余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此书深
有研究。受其影响撰写而成的《资政要览》《资政新篇》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

文献。

习近平视史为师，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

的清醒剂”，可见他认为历史对于人们有不可或缺的帮助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

的咨询作用，即历史的作用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人”。

“咨政育人”这一不恰当的写法最初源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的
发布不确，这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之过，虽属于偶尔疏忽，但影响巨大。

为此我们建议，今后的出版物一定要采用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意的准确

规范的表达，用“资政育人”而不用“咨政育人”，确保祖国语言的精准和纯洁，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并有效发挥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

注释：

〔１〕杜玉波：《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咨政育人功能》，《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上海交

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直气壮，咨政育人———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锡喜教授》，《思想

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５年第７期；徐永富：《坚持创新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共产党人》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２〕龙协涛：《“咨政”乎？“资政”乎？》，《咬文嚼字》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３〕孔云峰：《“资政”与“咨政”》，《重庆行政》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４〕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委作出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福建党史月刊》１９９１

年第２期。

〔５〕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

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６〕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７〕谭奇：《关于方志工作的理论断想》，载秦其明主编：《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２９页。

〔８〕习近平：《在接见全省第七次党史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载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编纂委

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２００３》，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６页。

〔９〕胡锦涛：《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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